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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的图谱：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
[1]



丹尼尔·卡尼曼
[2]



诺贝尔委员会所引用的著作是我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在长期和非同寻常的亲密合作中共同完成的。我们一道探索了直觉信念心理学和选选择理论，同时考查了其中的有限理性。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1955, 1979）在较早前提出，决策者应该被视为是有限理性的，同时西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型，在该模型中他用满意取代效用最大化。我们的研究尝试探讨那些系统性的偏差来获得有限理性的图谱，而这些系统性的偏差使人们所持有的信念、人们所作的选择独立于理性人模型所假设的最优信念和最优选择。理性人模型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是我们的原假说（null hypothesis）的主要来源，但是特韦尔斯基和我都把我们的研究看做是对心理学的一个贡献，其次才是对经济学的贡献。我们与那些希望心理学能够为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提供有用的假设来源，同时也为经济研究间接地提供假设来源的经济学家（Thaler，1980，1991，1992）进行了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希望已经成为现实，从而引发了行为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心理学研究的热情（Thaler，2000; Camerer等，即将发表，其他例子请参见Kahneman和Tversky，2000）。

我和特维斯基的研究工作包括三个独立的研究计划，这些研究计划的某些领域是和其他合作者通力合作进行的。我们的第一个研究计划是探索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所使用的启示法和人们进行各种判断所倾向采纳的偏差，包括预测和对证据的评价（Kahneman和Tversky，1973；Tversky and Kahneman，1974；Kahneman等，1982）。第二个研究计划是关注前景理论
[3]

 （prospect theory），这是一个解释在风险之下进行选择（Kahneman and Tversky,1979; Tversky and Kahneman, 1992; ）以及在无风险选择中规避损失的理论模型（Kahneman等，1990，1991，1973；Tversky和Kahneman，1992）。第三个研究领域是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及其在理性人模型中的应用（Tversky和Kahneman，1981，1986）。本文根据直觉判断心理学和选择理论的最新进展重温了这三个研究领域。我在这里呈现给大家的很多想法已经在数十年前非正式地提出，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尝试把这些想法整合到有关判断和选择理论的一个内在统一的方法之中。

经济学家经常批评心理学研究，这不仅因为心理学研究倾向于产生一系列错误和偏差，而且还因为心理学研究未能为理性人模型提供另外一个内在统一的方法。经济学家的这些抱怨有部分的合理性：有关直觉思维的心理学理论无法与规范的信念和选择模型的雅致和精确性相匹配，但是这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理性人模型在心理学意义上是不现实的。而且，对于简单和准确的模型来说，混沌理论并不是可行的出路。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整合性概念和中等程度的普遍化，在不同领域中这些概念和普遍化可以解释表面上不同的现象从而获得可信性。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本文提供一个有关直觉判断和选择的统一处理方法，该处理方法建立在先前对偏好和态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基础之上（Kahneman等，1999），同时拓展了最近由卡尼曼和夏恩·弗雷德里克（Kahneman和Shane Frederick，2002）提出的判断启发法模式。这一处理方法的指导思想是：（1）多数判断和多数选择都是通过直觉获得的；（2）支配直觉的法则和支配知觉的法则在一般意义上是相似的。因此，我们对直觉判断和选择法则的讨论将会大量诉诸于视觉类比。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会介绍认知功能中两个类属模式之间的差异，这两个类属模式大体上对应于直觉和推理。在第二部分中，我将描述不同判断和反应之间的相对可认知性（relative accessibility）的决定因素。第三部分把前景理论和如下一般命题联系起来，即改变和差异要比绝对价值更容易认知。第四部分根据差异显著性（differential salience）和可认知性来解释框架效应。第五部分评价启发式判断（heuristic judgment）的性质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ion）模型。第六部分描述一类特定的启发法，即所谓的原型启发法（prototype heuristics）。第七部分讨论直觉思维和深思熟虑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第八部分是结论。



[1]
 本文根据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nneman）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大会上的研究修改而成。丹尼尔·卡尼曼1934年生于以色列，具有以色列与美国双重国籍，1961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之后相继担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自1993年起，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众事务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将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奠基人。在他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的区别：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外在的激励形成人们的行为，而心理学恰恰相反，认为内在的激励才是决定行为的因素。卡尼曼在不断修正“经济人”的基本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也就发现了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卡尼曼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不确定情形下人类决策的研究，他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首先，他论证了在不确定情形下，人们的判断会因为依照“倾向于观测小样本”形成的小数法则行事，或因为对于容易接触到的信息的熟悉和对主观概率准确性的盲目偏信，而导致决策行为系统性地偏离了基本的概率论原理。其次，在与特维斯基的合作中，他系统地陈述了“前景理论”。与公理式的“期望效用理论”相比，描述式的“前景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阿莱悖论”（Allais　Paradox），并且用基于参考水平的两步决策假说解释了人们厌恶损失的心理，解决了过去“期望效用理论”不能解释人们明显的风险偏好行为，完善了在不确定情形下的人类决策行为理论。卡尼曼的研究激发起新一代的经济学和金融研究者将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应用于人类内在的行为动机的研究，掀起了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研究热潮。——编者注。





[2]
 本文重新审视了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和我多年以前研究的诸多问题，同时继续在持续了几十年的对话中讨论这些问题。本文建立在对于判断启示法（judgment heuristics）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这是我和夏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一起合作研究开发出来的（Kahneman and Frederick 2002）。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在2003年9月刊登在《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为了详细讨论这个版本，我要感谢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戴维·雷伯森（David Laibson）、迈克尔·罗思柴德（Michael Rothschild）和理查德·赛勒（Richard Thaler）。在此发表这个防止误解的声明。杰弗里·古德温（Geoffrey Goodwin）、艾米尔·戈伦（Amir Goren）和科特·斯科普（Kurt Schoppe）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协助。——作者注





[3]
 前景理论有以下三个基本原理：（a）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b）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c）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




第一部分　认知的结构：两个系统

本文区分了思维和决策，这两者大体上对应于日常所说的推理和直觉这两个概念。当我们计算258和17的乘积、当我们填写所得税的表格，或者当我们查看一幅地图时，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推理。当我们读到“比尔·克林顿是一个害羞的男人”这个句子并认为有点意思时，或者当我们发现自己不愿意吃一块被做成了蟑螂形状的巧克力时（Paul Rozin and Carol Nemeroff, 2002），直觉在其中发挥作用。推理是深思熟虑进行的，而且颇费力气；而直觉思维则似乎自发地进入我们的脑海，不需要有意识的搜寻和计算，因此也就不需要花费我们的精力。日常观察和系统研究表明，大多数思维和行动通常都是直觉性的（Daniel T. Gilbert，1989，2002；Timothy D. Wilson, 2002；Seymour Epstein，2003）。

尽管不费吹灰之力的思维是常态，但是我们的心智仍然会对精神活动的质量和和公开行为进行一些监控。我们并不会表达每一个一闪而过的思想或者把每一个冲动付诸行动。但是这种监控通常是松懈的，它允许很多直觉判断被表达出来，包括一些错误的直觉判断（Kahneman和Frederick，2002）。艾伦·朗格（等人（Ellen J. Langer等，1978）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我们称之为“没头没脑的行为”（mindless behavior）。在艾伦的实验中，一个受试者试图在在复印的队伍中加塞，并使用事先安排好的各种“借口”。实验结果表明，那些不加限定（unqualified）的请求都被拒绝了（例如，“对不起，我可以用一下这台施乐复印机吗？”），但是几乎所有解释性的请求都被接受了，包括“对不起，我可以用一下这台施乐复印机吗，因为我想复印一些东西”。信息处理的这种浅薄性是令人震惊的。

弗雷德里克（2003, 个人交流）利用一些简单的问题来研究认知的自我监控。例如，一个球拍和一个球总共花了1.10美元，球拍比球多花了1美元，请问买球花了多少钱？几乎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回答“买球花了10美分”，因为总价是1.10美元，因此很自然就分成了1美元和10美分，而10美分就是准确的买球费用。弗雷德里克发现很多聪明人受制于种即时的冲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受试学生组中，50%的人（47/93）得出了错误的答案；在密歇根大学的受试学生组中，56%的人（164/293）得出了错误的答案。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回答者没有先去检查一下答案就提供了他们的回答。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中，错误率高得惊人，这个例子说明不费力气的联想思维（associative thinking）的结果并没有受到严密的监控：人们不习惯于进行费力的思考，而且通常满足于相信一个可以很快进入其脑海的似是而非的判断。引人注目的是，弗雷德里克发现在这一问题中出现的错误和在其他同类问题中出现的错误是高贴现率（discount rates）的重要预测器。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案例中，直觉是和低水平的表现（poor performance）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直觉思维可以是强有力和准确的。熟能生巧，知名的大师级国际象棋手，能走快棋和展示出毫不迟疑的（white mates in three）品质，他们是在直觉意义上下棋的（Simon和William G. Chase，1973），正如经验丰富的护士可以察觉到病人即将心力衰竭的细微信号（Gary Klein，1998，Atul Gawand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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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个认知系统

直觉和推理之间的差异最近已经成为心理学家们颇感兴趣的话题（例如，Shelly Chaiken和Yaacov Trop，1999；Gilbert，2002；Steven A. Sloman，2002；Keith E. Stanovich和Richard F. West，2002）。关于区分这两种认知过程的特征，心理学家们已经有一些共识，斯腾努维奇和维斯特（Stanovich和West，2000）提出系统1和系统2的中性特征（neutral labels）。图1总结了这些特征。系统1的运作是快速的、自动的、不费力气的、联想的，并且经常受情感的制约。此外，系统1的运作也为习惯所统治，因此很难控制和修改。系统2的运作是缓慢的、连续的、颇费力气的，并受制于深思熟虑的思维。此外，系统2的运作是相对有弹性的，而且潜在地受到规则的支配。

直觉和推理的费力差异为我们提供了最有用的指标来判断一个指定的心理过程是应该被分配到系统1还是系统2，因为心理努力是有极限的，颇费力气的过程倾向于互相干扰，然而，当和其他任务整合在一起时，不费力气的过程既不会引起也不会受制于这些冲突。例如一个司机边开车边谈话的能力是是计算驾驶任务需要多大注意力的一个敏感指标。成百上千个心理学实验利用双重任务来测量不同心理活动所需要的注意力（有关的评论，请参看Harold E. Pashler，1998）。这些心理学研究利用双重任务的方法来说明自我监控功能属于颇费力气的系统2。那些被颇费力气的心理活动所占据的人（例如，尝试记住几个数字）更有可能对另外一个任务做出不假思索的反应（Gilbert, 1989）。在这里，我们用“系统2监控着系统1的活动”这一短语来简单地说明如果打断系统2的运作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例如，如果让回答者在记住一堆单词的同时来回答上述球和球拍的问题，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该问题的答案的错误率会上升。

用本文的话来说，知觉系统和系统1的直觉活动产生了印象，这些印象与直觉和思维对象的特点有关。这些印象不是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也不需要在言辞上明确清楚地表达出来。相反，判断总是明确清楚和有意图的，不管这些判断是否被公开地表达出来。因此，系统2参加了所有的判断，不管这些判断是源自印象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推理。“直觉的”这个词应用于这些直接反映印象的判断。

图1说明了引导特韦尔斯基和我进行研究的一个思想：直觉判断在知觉的自发活动和深思熟虑的推理活动中占据了一个位置——也许与进化史相对应。研究直觉的人认为，系统1的特征同样也是知觉活动的特征。然而，和知觉不同的是，系统1的活动并不受制于对当前刺激的处理。和系统2有所相似的是，系统1的活动处理存储的概念和知觉对象，而且可以被语言所唤醒。这种直觉观表明，关于诸多知觉现象的大量可获得的科学知识可以成为有关直觉活动的有用假设的来源。接下来的部分将应用知觉中的类比推理法。


第二部分　可认知性的诸纬度

直觉思维的定义特性是，这些直觉思维自发地进入人们的脑海，就像知觉对象一样。为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用一个技术术语——可认知性（accessibility）来表示进入脑海的心理内容。为了理解直觉，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有些思维是可认知的，而有些却是不可认知。本部分的其余内容将通过视觉感知方面的一些例子来介绍可认知性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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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有差异的可认知性的例子

请思考图2a和2b。当我们看到图2a的物体时，我们所得到的即时印象是图中柱状物的高度、柱状物最上面一层的面积，同时还可能是柱状物的体积。把这些印象转化成高度单位或者体积单位需要一个深思熟虑的活动，但是这些印象本身是高度可认知的，也即它们很容易进入我们的脑海。对于其他的特性，没有任何知觉印象存在。例如，尽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深思熟虑的程序估算出构成柱状物的木块平铺的面积，例如通过把这些木块的数量和单个木块的面积相乘起来得到，但是这一面积在知觉上是不可认知的。当然，在图2b的情形下，情况正好相反。现在这些木块平铺在一起，我们立刻可以得到木块的总面积这个印象，但是用这些木块建成图2a中的柱状物的高度则不然。

一些关联的特性是可认知的。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咋一看图2a和2c是不同的，但是如果各自与图2b相比，图2a和2c相互之间更相似。同时，这些总体的一些统计性特征也是可认知的，而其他的则不然。例如，思考以下问题，“图3中这些线段的平均长度是多少？”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当一系列同类物体呈现给观察者——不管是同时呈现还是接二连三地呈现，这类物体的表象会被自动地计算出来，其中包括非常精确的关于平均长度的信息（Dan Ariely，2001；Sang-Chul Chong和Anne Treiman，2003）。原型的表象不仅是高度可认知的，而且有着知觉对象的特征：我们不用借助于深思熟虑的程序就形成了这组典型线段的印象。在这个任务中，系统2的唯一作用就是把典型长度的印象描绘到适当的范围。相反，对于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展示出来的这些线段的总长度是多少”，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是不会出现在脑海中的。

正如线段的平均长度和总长度的例子所表明的，一些特性在知觉和判断上要比其他特性更容易被被认知到。知觉系统或者系统1无需有意识的活动或者不费力气就可例行公事地、自动地产生出来的特性，我们称之为自然评价（natural assessments）（Tversky和Kahneman，1983）。卡尼曼和弗雷德里克（2002）归总了这些自然评价中的一部分，除了如尺寸、距离和响亮程度这些物理特性以外，还包括一些更抽象的特性，如相似度、因果倾向、惊异度、情感强弱和情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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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统计特点不同的可认知性

把刺激评价为好或者坏都是特别重要的自然评价。行为学（John A. Bargh，1997；Robert B. Zajonc，1998）和神经生理学的（例如，Joseph E. LeDoux, 2000）证据都证明了如下思想：即对物体是好（趋之若鹜）还是坏（避而远之）的评价通过专门的神经回路快速而有效地运作。巴夫（Bagh，1997）所做的一个著名实验说明了评价过程的速度，以及这个过程直接和“趋之若鹜和避而远之”之间的直接联系。一系列刺激通过屏幕展示给实验的参加者，与此同时，实验参加者按照实验说明，通过移动可以使屏幕空白的控制杆对在每一个出现的刺激迅速做出反应。这些刺激是表达情感的单词，一些是积极的（如“爱”），一些是令人厌恶的（如呕吐），但是这一特征和实验参加者的任务无关。半数的实验参加者以将拉进控制杆作为反应，另外半数的实验参加者则推开控制杆作为反映。尽管反应最初是在一秒钟的判断内就做出的，比作为刺激物的单词的意义有意识地进入大脑要早得多，但是单词的情感色彩的强弱还是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实验参加者对于积极的单词（趋之若鹜），也就是把杠杆拉向自己的相对要速度快些，同时对于消极的单词（避而远之），也就是把杠杆推开的速度也要相对快些。趋之若鹜或者是避而远之这些倾向是被一个自动过程所唤醒的，这并不在意识的主动控制之下。一些心理学家研究了这个原始的评价系统（这里包括系统1）对人们有意识以及经过深思熟虑所采纳的态度和偏好所带来的影响（Zajonc，1998；Kahneman等，1999；Paul Slovic等，2002，Epstein，2003）。

上述讨论确立了可认知性的纬度。在这个纬度的末端我们发现了既有知觉特征又有直觉特征的认知活动：它们是快速的、自动的和不费力气的。在这个纬度的另外一端则是缓慢的、连续的和颇费力气的认知活动，人们需要运用特殊的推理来执行这些认知活动。可认知性是一个连续统而不是一个两分法，同时一些颇费力气的认知活动要比其他认知活动更费力气。可认知性的一些决定性因素大概是遗传的；其他的决定性因素是通过经验发展而来的。技能的获得逐步增加了有用反应的可认知性和组织信息的生产性途经的可认知性，直到熟练表现差不多变成了不费力气的技能为止。一个大师级的国际象棋手并不会和新手一样来理解同一盘棋，经过持久的练习，通过视觉在一堆木块中识别出由木块组成的柱状物也不是难事。

当然，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可认知到的印象，主要是由判断对象的真实特性所决定的：在图2a中要比在图2b中更容易看到一个柱状物，因为图2b中的柱状物仅仅是虚拟的。物理的显著性也决定了可认知性：如果把一个大的绿色字母和一个小的蓝色字母摆在一起同时呈现，那么绿色的字母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脑海。然而，物理的显著性可以被有意识的注意力所消除：一份寻找小物体的说明书会提高该物体所有特征的可认知性。

刺激越抽象，显著性和自发产生的类比效应以及主动注意就越容易发生。例如，陈述句“A队打败了B队”和“B队输给了A队”表达了同样的信息，但是因为这两个句子关注不同的文法对象，因此制造了不同的可认知性思维。可认知性同样了反映了短暂的联想激活（associative activation）状态。例如，提起一个熟悉的社会类别会暂时提高和该类别典型形象的特性有关有关的的可认知性。

正如户外广告牌的设计者所深知的那样，和动机相关的刺激以及能唤醒情感的的刺激同时吸引了注意力。对于广告商来说户外广告牌大有作为，因为注意一个物体可以令到这个物体的所有特性都进入脑海，包括与户外广告牌原本要表达的动机或者情感意义没有关联的那些特性。高度的情感唤醒和动机唤醒的“热”状态大大提高了与即时情感和当前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思维进入脑海，同时减少了其他思维进入脑海的可能性（George Loewenstein，1996，2000；Jon Elster，1998）。Yuval Rottenstreich和奚恺元教授
[4]

 （Christopher K. Hsee）在一个重要研究中证明了可认知性情感意义对可认知性的效应，该研究表明，当人们在评价接受有情感意义的结果（借吻和触电）和金钱结果的各种机会时，他们对前者的机会变化不太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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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情景对可认知性的影响

图4（改编自Jerome S. Bruner和A. Leigh Minturn，1955）是有关情景对可认知性的影响的一个标准说明可认知性。在一个以字母为内容的情景，字母被看做是含糊的刺激；而在一个以数字为内容的情景中，数字被看做是含糊不清的刺激。更一般地，可认知性（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期望是可认知性的一个强有力的决定因素。

图4说明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在有意识的知觉中，含糊不清被受到彻底的压制对于那些看到挨得很近的字母和数字的读者来说，。图4中的含糊不清不复。但是当字母和数字被分开展示时，观察者就不会自动地意识到另外一个解释。他们“看到”的解释就是，在某种情景下，认知对象最有可能呈现的表象。但是，如果没有主观的暗示，那么观察者对认知对象的解释就就会有所不同。含糊不清和不确定性不仅在知觉而且在直觉判断中也受到压制。怀疑是系统2的现象，是意识到某人有能力对同一个事物进行矛盾的思考。正如克莱恩（Klein，1998）所描述的那样，有关直觉决策的一个主要发现是，有经验的决策者在压力之下（例如，与公司领导争吵）工作，他们很少需要在多个选择中做出决定，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个选择进入了他们的脑海。

在这里所勾画的复杂的认知系统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计算装置。它被精心调节来适应环境，同时这个认知系统有两种调整方式来适应变化：灵活和颇费力气的短期过程，以及技能获得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最终产生出高度有效且低成本的反应机制。认知系统倾向于看到它所期待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贝叶斯调节（Bayesian adaptation），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够有效地对意外做出反应。然而，这个不可思议的认知系统和另外一个模型，也即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人模型，有一些重要的区别。本文随后的几部分内容将探讨其中的一些区别，并讨论作为可认知性效应的一些常见的结论。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探究这些区别对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有哪些可能的影响。



[4]
 奚恺元（Christopher Hsee）：上海人，1993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博士，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行为科学和市场营销学教授。奚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行为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和行为营销。他的工作曾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在获奖演说中提及。奚教授曾是学术杂志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和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的编辑部成员。他曾获得客户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的最具竞争力论文奖。奚教授曾应邀在美国和中国的许多一流大学做过演讲，如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第三部分　变化还是状态：前景理论

知觉系统的一个一般特征是，这些系统旨在提高变化和差异的可认知性。知觉是依赖于参照物的（reference-dependent）：在焦点刺激中可以感知到的特性反映了当前刺激和以前的刺激及同时发生的刺激之间的差异。本部分内容将表明对结果的直觉评价也是依赖于参照物的。

在温度领域，我们很熟悉以前的刺激所发挥的作用。在长时间地把手浸泡在较冷的水中后，我们把手浸泡在20摄氏度的水中会感到很舒适。同样，把手浸泡在比较暖和的水中后，我们把手浸泡在20摄氏度的水中会感到凉快。图5说明了视觉中的参照物依赖。图中有两个被围起来的正方形，它们的实际亮度是一样的，但它们的视觉亮度是不一样的。该实验表明，某一面积的亮度并不是光能的单变量函数，正如温度的经验并不是某人当前所体验到的温度的单变量函数。可以感知到的亮度和温度也需要一个代表参照值的变量（经常被称为适应水平），而这一变量受到以前的刺激和当前刺激的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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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亮度知觉中的参照物依赖

从知觉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非常让人惊讶的是，在标准的经济分析中，效用决策的结果被假设为完全由禀赋的最终状态决定，因此决策结果的效用是独立于参照物的（reference-independent）。在风险选择的情形下，这个假设可以追溯到第一次提出期望效用理论的杰出文章（Daniel Bernoulli, 1738）。伯努利假设财富的状态有着特定的效用，同时提出在风险之下的决策规则就是最大化财富的期望效用。伯努利的这篇文章是规范性的——它谈到了什么是可以感知的或者是有理由去做的——但是期望效用理论也是意图描述理性人的选择（Gerd Gigerenzer等，1989）。正如大多数决策理论一样，伯努利的这篇文章并没有指出规范分析和描述性分析之间的矛盾。认为决策者通过最终资产的效用来评价结果的观点在经济学分析中流传了近300年。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一思想很是错误的，我称之为“伯努利错误”。

当特韦尔斯基和我开始研究导致形成前景理论的风险选择时（Kahneman和Tversky，1979），我们进行了无数的思维实验。例如，下面的问题1和问题2让我们确信，财富的效用函数不足以解释人们的行为选择。



	
问题1

你会参与以下赌博吗？

50%的机会赢150美元

50%的机会输掉100美元

如果你的全部财富低于100美元，你的选择会改变吗？






在问题1中，很少有人参与这样的赌博。实验证据表明，大多数人们会拒绝一个各有一半机会赢和输的赌注，除非赢的金额至少两倍于输的金额（例如Tversky和Kahneman，1992）。当然，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问题2。



	
问题2

你会选择如下赌博中的哪一个？

肯定会输掉100美元。

还是

50%的机会赢50美元

50%的机会输掉美元200

如果你的全部财富高于100美元，你的选择会改变吗？






在问题2中，输赢各有50%可能性的赌注似乎比肯定要输的赌注更加吸引人。实验结果显示，这类问题中的回答者往往是风险偏好的（Kahneman和Tversky, 1979）。在这里，总财富100美元的变化会影响偏好这一思想并没有受到认真的考虑。

在我们早期的探索中，我们考查了很多这种类型的配对选择，并得出了如下结论：财富的效用函数并不能合理地解释风险厌恶到风险偏好的突然转变。偏好似乎由人们对收益与损失的态度所决定，并由一个参照点所定义。但是，伯努利的理论和该理论的后继者并没有纳入参考点。因此，我们提出另外一个风险理论，在该理论中，效用的载体是收益和损失，即财富的变化而不是财富的状态。前景理论的一个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有关人们真实地进行选择的正规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一个规范模型。该理论偏离选择模型的悠久历史，这些选择模型肩负着规范模型和理想化的描述性模型的双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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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财富变化的价值函数图

图6给出了财富变化的价值函数
[5]

 （value function），从该价值函数的形状中可以推导出前景理论的预测，它们完全不同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测。根据收益与损失所定义的价值函数有三大特点：（1）在收益区间内，价值函数是凹的，这意味着风险厌恶；（2）在损失区间，价值函数是凸的，这意味着风险偏好；（3）最重要的是，价值函数在参考点处非常弯曲，这意味着规避损失——价值函数在损失区间的斜率是其在收益区间的斜率的2～2.5倍（Kahneman等，1991；Tversky和Kahneman，1992）。

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样，如果作为一个风险选择的描述性模型，伯努利的理论显然是不对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模型能够流传那么长的时间呢？答案似乎是，赋予财富以效用是理性的一个方面，因此和经济学理论建构中的一般理性假设相一致（Kahneman，2003a）。接下来，让我们考虑问题3：



	
问题3

两个人从他们的经纪人那里得到他们的每月财务报表：

A被告知她的财富从400万美元缩水到300万美元

B被告知她的财富从100万美元上涨到110万美元

这两人谁对目前的金融状况更满意一些？

在今天，他们两人谁更快乐？






问题3突出了理论对效用的不同解释，理论既可以将结果定义为状态也可以将它们定义为变化。在伯努利的分析中，问题3的两个小问题中只有第一个问题才是重要的，只有长期的结果才有意义。相反，前景理论关注短期结果，同时价值函数的假设反映了对一种状态转化到另外一种状态中体验到的情感强弱和诱发力的预期（Kahneman，2000a，b；Barbara Mellers，2000）。效用的这些定义中哪一个更有用呢？理性决策的文化规范只赞成对短暂情感的关注持一种长期的观点。实际上，采纳宽泛和长期的观点是我们日常语言中理性意义的一个方面。因此，对结果的效用进行终极状态的解释就非常适合理性人模型。

上述思考支持了伯努利对结果的的规范定义和描述性定义。但是，只关注长期也可能在规范性方面是贫瘠无力的，因为人并不是生活在长期之中。效用不能脱离情感，而情感受制于变化。如果决策理论完全忽视损失带来的痛苦和对错误的悔恨这类情感，它不仅仅在描述上不合实际，而且无法说明被真切体验到的决策结果的效用最大化，这里的效用也就是边沁所说的效用（Kahneman，1994，200a，Kahneman等，1997）。

“伯努利错误”——即效用的载体是最终的状态——并不受制于风险（之下的）决策。实际上，初始禀赋并不重要这个错误假设是科斯定理的基础，同时也是科斯定理多元应用的基础（Kahneman等，1990）。独立于参照物的错误观点是建立在无差异曲线的标准化表述之上的。使心理学家迷惑不解的是，这些曲线并没有反映决策者当前持有的各种物品——对应于前景理论中的参考点。当然，这样的变量并没有被包括在消费者理论中，因为该理论假设这样的变量是无关紧要的。

当Thaler（1980）利用前景理论的核心思想——价值函数在参考点处有一个拐点和对损失的规避——来解释无风险选择时，该理论才开始在经济学中发挥有用的作用。规避损失解释了消费者理论的不合理之处，Thaler发现了这一不合理之处，并把它称为“禀赋效应”
[6]

 ：消费品的卖出价要大大高于买入价，经常是两倍或者两倍以上。在人们的眼中，那些有可能失去或者被放弃的物品的价值要高于那些有可能带来收益的物品的价值（Kahneman等，1990，1991；Tversky和Kahneman，1991）。

在一个实验性市场中，有一半的实验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一件物品（一个杯子），并可以进行交易，交易量大约是物品价值独立于初始禀赋这一假设所预测的交易量的一半（Kahneman等，1990）。交易成本并不能解释科斯定理的反例，因为当交易对象是货币的替代物（money tokens）时，同样的制度并不能说明人们不愿意交易的心理。这些结果表明，这些实验参加者并没有把杯子的价值看作是他们可以拥有和消费的物品，而是把杯子的价值看作是某些他们可以得到或者放弃的物品。有趣的是，利斯特（John A. Lis，2003a，b）发现，对于有丰富的运动卡片交易经验的实验参加者来说，禀赋效应的大小大大被减小了。有经验的交易者（也是消费者）显示，他们不太愿意以物易物——好象他们已经把选择建立在长期价值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得到或者失去某件物品所带来的即时情感的基础之上。

依赖参照物和规避损失有助于解释行为选择中的一些现象。我们常见的现象是，相比与机会成本，人们更看重现金损失，如果我们根据价值函数的不同区间来评估行为结果的话，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这种现象。在法律中，有很多的途经可以辨别出“真实”损失和机会损失之间的区别（David Cohen和Jack L. Knetsch，1992），市场中关于公平规则的外行直觉（lay intuitions）也可以辨别出“真实”损失和机会损失之间的区别（Kahneman等，1986）。损失规避也有助于解释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的现状偏差（status-quo bias）（William Samuelson和Richard Zeckhauser, 1988）。因为参考点通常是现状，其他替代选择的特点被被看做是相对于现状的优势或者劣势，替代选择的劣势显得比优势更加突出。在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2000）合著的书中，有一些章节说明了损失规避这个概念的其他应用。



[5]
 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前景理论用价值函数代替传统的效用函数。与效用函数相比，价值函数具有以下特征:1）投资者价值函数的自变量是投资者的损益，而不是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因此投资者不是从资产组合的角度来作投资决定，而是按组合中各资产的损益水平将其分别对待。投资者判断损益的标准来自于其投资参考点，参考点取决于投资者的主观感觉（心理价位），并且因人而异。2）价值函数的形式是一条中间有一拐点的S形曲线，在收益区间是凹函数，在亏损部分是凸函数。这意味着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是一致的，存在处置效应。即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回避者，愿意较早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偏好者，愿意继续持有股票。3）价值函数呈不对称性，投资者由于亏损导致的感觉上的不快乐程度大于相同数量的盈利所带来的快乐程度，投资者对损失更敏感。实证分析表明，放弃某样东西损失的效用是获得它增加的效用的两倍。





[6]
 系指人类强烈期望守住已拥有的东西。这种已拥有特定物事的事实，使得该事物对拥有者更有价值。赛勒曾以禀赋效应进行实验，研究人员以刻有康乃尔大学校徽的马克杯送给一组学生。平均来说，这些学生不愿意以低于5.25美元的价格出售这种马克杯。但未得到马克杯的学生，却不愿意以高于2.75美元的价格购买这种马克杯。这两个价格的差距即表示，拥有马克杯的事实对拥有者有递增的价值。




第四部分　框架效应

在图2所展示的木块排列中，同样的特性（这些木块的总高度）在某种排列中是很容易认知到的，而在其他排列中则不然。这一现象并非不同寻常——一个刺激物的某些特性是自动被感知的，而其他特性则必须被计算出来，或者说，同样的特性在物体的某种排列中可以被感知，而在另外一种排列中却必须被计算出来，这并不令人奇怪。然而在决策中，类似的观察结果对理性人模型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在对结果的描述中，某些不重要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偏好这个假设一直被称为外延性（extensionality）（Kenneth J. Arrow，1982）和恒定性（invariance）（Tversky和Kahneman，1986），同时被认为是理性的一个本质方面。在框架效应
[7]

 中恒定性被违反了，在框架效应中，通过改变某一问题不同方面的相对显著性，外延意义上等价的描述可以导致不同的选择。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用下面的问题介绍了他们对框架效应的讨论。



	
亚洲疾病：

想像一下，美国现在准备应付一种不同寻常的亚洲疾病的爆发，据估计将会导致600人死亡。人们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来抗击这种疾病。假设这两个方案后果有如下确切的科学估计：

如果采纳方案A，那么可以拯救200人。

如果采纳方案B，那么有1/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被成功拯救，另外有2/3的可能性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生还。






在这种版本的问题中，大多数实验参加者实际上会选择方案A，显示出他们是风险厌恶的。随机选择的其他实验参加者，要接受同样的提问，但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些选择。



	
如果采纳方案A，就有400人丧命。

如果采纳方案B，就有1/3的可能性没有人员伤亡，同时有2/3的可能性600人会全部丧命。






现在，大多数实验参加者会支持方案B，显示出他们是风险偏好的。尽管问题的这两个版本没有实际上的差异，但是它们唤醒了不同的联想和评价。在确定的选择中，我们最容易看到这一点，因为相比于高度可能性的结果或者中等可能性的结果，人们更看重确定的结果（Kahneman和Tversky，1979）。因此，拯救人们的这种确定性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而接受人们要死亡的确定性则极其让人厌恶。这些即时的情感反应分别支持了方案A而非方案B，同时也支持了方案B而非方案A。正如在图2a和图2b中，结果的不同表象突出了状况的某些特征，同时掩盖了其他的一些特征。

在一篇关于政策伦理学的论文中，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1984）呈现了一个由框架效应所引起的两难问题，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实案例。谢林报告说，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评价一个税收政策，该政策允许富人比穷人享受更多的儿童免税。毫不奇怪的是，他的学生觉得这个方案无耻至极。接着谢林指出，在传统的税收制度中，这种不负责任的情况（default case）适用于没有孩子的家庭，对于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有特殊的调整。然后，谢林让他的学生同意现存的税收制度可以被修改成上述不负责任的情况，以适合那些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在这个修改后的方案中，没有孩子的家庭要支付额外费用。应该让穷人和富人支付同样多的额外费用吗？当然不是。关于如何对待穷人和富人这个问题的两个版本都触发了保护穷人的直觉偏好，但是这些偏好是不一致的。谢林的问题突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框架效应并不是实验室的噱头，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税收制度的必须按不同的框架制定出来，而每一个框架都会提高某些反应的可认知性，同时令到其他反应不太可能被认知到。

行为经济学家对于某种特定类型的框架效应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种框架效应中对A和B的选择选择是受到把A和B之一指定为默认选择的影响。在这些选择中，即使相对于那些相当重要的选择，默认选择也有更大的优势。约翰逊等人（Eric J. Johnson et al，1993）描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都向驾驶员提供两类保单：起诉权不受限制的保单和起诉权受到限制但费用不太昂贵的保单，驾驶员可以在两类保单中进行选择。在宾夕法尼亚州不受约束的起诉权是默认的选择，而在新泽西州则正好相反。这两个州接受全额保险的（full coverage）驾驶员分别占79%和30%。约翰逊和戈德斯坦（Johnson和Daniel G. Goldstein，2003）估计，宾夕法尼亚的驾驶员每年花在全额保险上的费用高达4.5亿美元,，如果在新泽西州的框架下，驾驶员就不会购买全额保险。

约翰逊和戈德斯坦（2003）也比较了欧洲国家参加器官捐赠方案的人口比率。在这些欧洲国家中，有7个国家把参与器官捐赠方案作为默认选择，另外4个国家则把不参与器官捐赠方案作为默认选择。在，把参与器官捐赠方案作为默认选择的国家，器官捐赠人口的比率是97.4%，在把不参与器官捐赠方案作为默认选择的国家，器官捐赠人口的比率是18%。在这个案例中，被动接受有形成了重要的结果，正如其他近期的研究所表明的，在工人填写401（k）计划的缴费表格时默认选择占其最终选择的绝大多数（Brigitte Madrian和Dennis Shea，2001；James J. Choi等，2002）。

框架效应的基本原则是消极接受给定的方案。由于这种消极性，人们未能规范地表述有关事情状态的所有外延性等价描述。人们并没有自动地计算用木块搭建的柱状物的高度，人们也没有自动转换各种疑惑或者决策问题的表象。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不经过一些深思熟虑的计算，没有人能够一看就看出“137×24”和“3,288”在数值上是一样的。一个有限的心智不可能达到恒定性。

恒定性的不可能性对理性选择模型的描述性现实主义提出了重大的质疑（Tversky和Kahneman，1986）。如果缺乏一个能够产生可靠而又适当的规范表述的认知系统，那些决定了事物状态之不同特征的可认知性的因素就会影响直觉决策。高度可认知的特征会影响决策，然而可认知性很低的特征就会被大大忽略——同时，在完全信息的状态下，可认知性和反思性判断之间并不一定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理性人模型有一个特别不合实际的假设，那就是理性人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情形下进行决策，理性人不仅会综合所有当前状态的相关细节，而且还会综合所有关于未来的机遇和风险的期望。很多证据支持一个和理性人模型相反的论断，即人们对决策和决策结果的看法通常是以“狭隘的框架”（Kahneman和Daniel Lovallo, 1993）以及心理核算”
[8]

 （Thaler, 1985, 1999）和“决策支架”（Daniel Read等，1999）的相关概念为特征的。

以下例子说明了“狭隘框架”的普遍性。决定是否接受一个赌注通常被认为是对一个单一机会的反应，而不是对某个普遍策略的运用（Gideon Keren和Willem A. Wagenaar，1987，Tversky和Donald A. Redelmeie，1992，Kanneman和Lovallo，1993；Shlomo Benartzi和Thaler，1999）。投资者选择特定的投资似乎被认为独立于其投资组合中的其他投资（Niholas Barberis等，2003）。投资者用来评价其投资方案的时间期界看上去短得极不合理，这可以帮助解释“股票溢价之谜”
[9]

 （Benartz和Thale，1995）。最后，我们在上文曾经指出，结果的收益/损失框架比财富框架更普遍这一点现在可以被看做是狭隘框架的一个例证。所有这些例子的明显特征就是狭隘框架下的决策要比一个更宽泛情形的决策更不风险中性。

狭隘框架的普遍性是一种可认知性效应，在图2中提到的木块排列我们可以理解这点。在图2a中，同样的木块组合是以柱状无为框架的。同时在图2b中，同样的木块组合是以平铺为框架的。尽管我们可能在图2b中“看到”一个柱状物，但是我们更容易在图2a中“看到”一个柱状物。狭隘框架通常反映了决策的环境结构。人们所面对的选择会在某个时间出现，而消极接受的原则说明当这些选择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考虑它们。手头的问题和选择的即时后果将会比所有其他考虑更容易认知，其结果就是适合于决策问题的框架要比理性人模型所假设的框架小得多。



[7]
 所谓框架效应，是指同一个问题的两种逻辑相似的表达，会引导投资者选择不同的选项。所谓框架，通俗地讲，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如收益与损失、死亡与存活等一正一反两个角度）、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来考察某一事物。





[8]
 所谓心理账户，是指每个人皆根据自身的参考点来订出一个决策方案。——译者注





[9]
 多高的股票平均收益是与股票市场均衡价格一致的？为什么狂热的投资者不哄抬股票价格？以至于他们的平均收益降到更为合理的水平。在资产定价文献中，该问题被称为“股票溢价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译者注




第五部分　性质替代：判断启发法的模型

特韦尔斯基和我一同进行的第一个研究计划是由一系列对不确定事件的各种判断的研究组成的，其中包括数字预测（numerical predictions）和对假设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我们从这个研究计划中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借助于数量有限的启发原则，这些原则把评估可能性和预测数值的复杂任务简化为比较简单的判断活动。总而言之，这些启示法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有时这些启发法会导致严重和系统性的错误”（Tversky和Kahneman，1974，第1124页）。这篇文章介绍了三种启发法——可得性启发法
[10]

 、代表性启发法
[11]

 和锚定启发法
[12]

 。这些启发法被用来解释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判断的12种系统偏差，包括非回归性预测，忽略基准信息（base-rate information）、过分自信和高估那些容易被回忆起来的事件的发生频率。一些偏差可以用已知数量和统计事实估计中的系统性误差来定义，其他偏差可以由直觉判断的规律性和概率论原理（如贝叶斯推断和回归分析）之间的差异来定义。

卡尼曼和弗雷德里克（2002）最近回顾了判断启发法的早期研究，并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人们通过所谓的“性质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ion）活动把复杂任务简化为更简单的认知活动。“当个体通过更容易进入脑海的启发性质（heuristic attribute）来评价一个判断对象特有的目标性质（target attribute）时，判断据说是以启发法为中介的（第53页）。”和早期研究工作不同的是，卡尼曼和弗雷德里克所定义的启发法并不局限于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判断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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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性质替代的错觉

资料来源： Lenore Shoham于2003年拍摄的照片

一个有关性质替代的感知例子可以用如下问题来说明，考虑“图7中两匹马的大小，它们的大小是不是图中所示的大小呢？”。实际上，这两匹马的图像是一样大的。但是，图像本身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错觉。观察者意图去评价的这个目标性质是客观意义上的两维尺寸，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按照两维尺寸的印象去评估。他们的判断将一个三维尺寸的印象（启发法的特征）描绘成适合目标性质的长度单位，同时按比例测定图像的大小。这个错觉是由该图像势均力敌的表象具有不同的可认知性引起的。对经验不足的观察者来说，三维尺寸的印象是能够进入脑海的唯一的尺寸印象——画家和有经验的摄影师可以做得更好，而这一印象使观察者在感知图像的大小时产生了错觉。

史塔克等人（Fritz Strack et al，1988）的一个研究说明了不同情况下性质替代所起的作用。这个研究调查大学生对包括以下两个连续问题的反应：“总的来说，你生命中有多快乐？”“你上个月有多少次约会？”当这两个问题按照上述顺序连续提问时，两个问题的相关系数是0.12。而问同样的两个问题但是提问的顺序刚好相反时，两个问题的相关系数是0.66。对这种高度相关
[13]

 的心理学解释是推论性的，但是简单明了。约会次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唤醒了很多实验参加者对其罗曼蒂克生活的情感评价。当接下来提出关于快乐的问题时，这个评价是高度可认知的。同时，这个评价被纳入了总快乐指数。在此，我们所提供的解释是，实验参加者通过叙述进入其脑海的内容来回答关于快乐的问题，同时他们未能注意到他们正在回答一个并没有被提问的问题——这个认知错觉（cognitive illusion）和图7的视觉错觉是类似的。

在一个有关专业类别预测的研究中，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3）为性质替代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在该研究中，有三个实验组，基准组（base-rate group）的实验参加者评价了9个专业
[14]

 类别的研究生出现的相对频率（freqencies）。平均的估计值范围为人文学科与教育的20%到图书馆学的3%。

其他两组实验参加者看到的是同样的大学专业类别，同时还有对一个虚构的研究生形象的描述。



	
汤姆（Tom W.）是一个智力超凡的学生，尽管他缺乏真正的创造力。他需要秩序感和清楚，同时需要整洁的制度，让每一个细节都发现自己合适的位置。他的写作有点单调乏味和呆板，偶尔用有点粗野的相关语和科幻小说式的灵光一闪的想象使文章显得生动。他有强烈的内驱力来胜任所有事情。他对别人似乎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同情心，他并不喜欢和他人交流。他是自我中心的，虽然如此，他有着深刻的道德意识。






类似组（similarity group）的实验参加者根据汤姆（在这个专业领域中）“像一个典型的研究生”排列出9个专业。对汤姆的描述是有意虚构的，这样可以使他更能代表一些不太热门的专业。实际上，这种处理手法是成功的：在代表性等级排行的平均数和估计的基准平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62。可能性组（probability group）的实验参加者根据汤姆在哪个专业学习的可能性对9个专业进行了排行。可能性组的实验参加者是重点大学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他们被告知，当汤姆还在高中的时候，心理学家以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个性测验为基础描绘了汤姆的个性概况。这个信息旨在让学生质疑上述描述是不是有效的信息来源。

统计结果相当清楚。基于不可靠信息的描述必定被给予很少的权重，同时在缺乏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所做的预测必须回归到基准上来。这种推理意味着可能性判断应该和汤姆问题中的相应基准高度相关。

这个任务的心理学意义也是简单明了的。汤姆和不同的研究生典型形象的类似之处是高度可认知的自然评价，然而可能性判断却很难被认知。因此，实验参加者期望把类似判断（代表性启发法）替代成必需的可能性判断。因此，判定类似之处或判定可能性的这两种指导方法都应该引出相似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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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预测任务中性质替代的两个检验

图8a呈现的是两组平均判断的散点图。如图所示，可能性判断和类似判断之间几乎呈完全相关性（0.98），可能性判断和基准判断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63。这些结果和性质替代的假设完美一致。这些结果也证实了这个预测任务中基准忽视（base-rate neglect）
[15]

 这种偏差的存在。这些结果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实验参加者的反应是按照等级排列而成的。两种性质的平均等级排列有很大的变化表明了实验参加者的反应是由本能活动的意识作用激发的，而且这一变化几乎与系统方差完全重叠。

图8b显示同样设计的另外一个研究的结果，在该研究中，实验参加者看到对一名叫琳达女性的描述，还有一张描述她现在的工作和活动情况的有着8种可能结果的清单。在这个清单中，关键的是第6项（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和有关联的第8项（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而且在妇女运动中表现积极）。另外的6种可能结果是互不相关而且各不相同（例如，琳达是小学教师、从事精神病治疗的社会工作者）。正如在汤姆问题中所面临的情况一样，一些实验参加者根据和琳达类似的类典型形象来排列这8种结果；另外一些实验参加者则根据可能性排列同样的8种结果。



	
琳达是一位31岁的单身女性，坦率直言，同时非常聪明。她以前的专业是哲学。在学生时代，她那时深切关注歧视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同时还参加过反核示威。






正如可能预料到的那样，在相似组中，有85%的实验参加者认为，第8项要比其他项目更可能是真的，这显示琳达像一个女银行出纳的形象而非一个典型形象中的银行出纳。对于相似判断来说，这两项的排序是非常合理的。然而，更有问题的是，在可能性组中，有89%的实验参加者认为，第6项和第8项合起来分析要比其他项目更有可能是真的。这种可能性模型破坏了单一性，我们称之为“合取谬误”
[16]

 （conjunction fallacy）（Tversky and Kahneman, 1993）。

我们观察到系统的判断偏差很快就被认为和经济学中有关理性假设的争论相关（例如，Peter A. Diamond，197；David M. Grether，1978；Howard Kunreuther，1979；Arrow，1982）。而且，特定的判断偏差在经济现象中的作用，尤其是在金融领域中的作用，已经引起了一些讨论（例如，Werner F. M. De Bondt和Thaler，1985；Robert J. Shiller，2000；Andrei Shleifer，2000；Matthew Rabin，2002）。启发法的定义最近延伸到了情感领域，这对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对话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启发法定义的外延产生了偏好的核心定义。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情感强弱是一个自然评价，而自然评价总是自动计算并且总是可以认知的。因此，这一基本的可评价的性质（好/坏，喜欢/不喜欢，趋之若鹜/避而远之）成为要求做出赞成或者反对反应的任何一个任务的可替代对象。斯诺维克及其同事（Slovic et al.，2002）介绍了“情感启发法”（affect heuristic）这个概念。他们表示，情感（喜欢或者不喜欢）是面向大量目标性质的启发法性质，包括在不同技术中评价成本和收益，化学药品的安全浓度
[17]

 （safe concentration），甚至是预测不同产业的经济表现。在一篇题为《风险就是情感》的文章中，罗文斯坦等人（Loewenstein et al，2001）论证了一个相关的命题，该命题认为，人们对风险的信念经常是情感的表达。

如果不同的目标性质受到同一情感反应的强烈影响，那么关于有价值对象的决策和判断的广延性可能会被不合理地降低。实际上，梅丽莎·芬纽凯恩等人（Melissa L. Finucan et al，2000）发现人们对不同技术的成本和收益的判断呈负相关，特别是在时间压力之下做出判断的时候。人们所喜欢的技术会被判断为低成本和高收益的技术。这些判断的确是有偏差的，因为在现实世界的真实选择中，成本和收益之间总的来说是呈现正相关的。同样地，卡尼曼等人（1997）提供的证据表明，对公共产品（例如付款的意愿、对于所作贡献的道德满足的比率）的不同反应导致了一系列可以互换顺序的政策问题。这里的论述再次表明，一个基本的情感反应看上去是一个共同因素。

卡尼曼等人（1997）建议，人们的决策经常表达了情感评价（态度），这和经济学偏好的逻辑不一致。为了理解这些偏好，我们可能需要理解情感心理学。同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受制于即时情感的偏好具有内在一致性，或者想当然就认为根据反思性推理的更客观判断标准，这些偏好是合理的。换句话说，系统1的偏好并不必然和系统2的偏好一致。在下一个部分中，我将会表明，一些选择对数量和成本的反应是不恰当的变化并不——而且一些决策最好被描述为对情感反应的表达而非对经济偏好的表达。



[10]
 可得性启发法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价其相对频率，容易知觉到的或回想起的被判定为更常出现假设。——译者注





[11]
 在所有启发法中，代表性启发法最为常见。它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样本是否代表（或类似）总体来判断其出现的概率。例如，要断定物体Ａ属于范畴Ｂ，或事件Ａ源于过程Ｂ，或过程Ｂ产生事件Ａ的概率，可根据Ａ的本质特征代表Ｂ或与Ｂ的相似程度来判定，且与Ａ的本质特征相对照的，不是Ｂ本身，而是Ｂ的社会定型。——译者注





[12]
 锚定与调整启发法是指以最初的信息为参照来调整对事件的估计。人们在对事件进行估计时，可以先依照最初获得的信息选择一个初始值（或称锚定值），在依照新信息，对初始值进行修正。——译者注





[13]
 0.66这个测量值低估了兴趣变量之间的真实相关，因为在所有变量中都存在测量误差。——作者注。





[14]
 这些专业类别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学、人文学科和教育、法学、图书馆科学、医学、物理和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社会服务。——作者注。





[15]
 当人们试图确定模型B产生数据集A的概率时，他们用A反映B重要特征的程度来评价该概率。在大多数情况下，代表性是有益的启发，但也产生某些严重偏误。一是基准忽视（base rate neglect），过分高估B对A的代表性。





[16]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于1982年进行了一项后来广为人知的实验。实验中，没有受过概率论和统计学方面训练的实验参加者被告知，琳达31岁，单身，坦率直言，并且非常聪明活泼。她以前的专业是哲学。在学生时代，她非常关心社会歧视和社会公正的问题，并且还参加过反核示威。实验者让被试根据下述陈述之可能性将它们进行排序，1为可能性最大，8为可能性最小。这些陈述分别是：（a）琳达是一位小学教师。（b）琳达在书店工作，并且在上瑜珈课。（c）琳达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d）琳达是一位从事心理治疗的社会工作者。（e）琳达是妇女选举人联盟的成员。（f）琳达是银行出纳员。（g）琳达是保险销售员。（h）琳达是银行出纳员，并且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89%的被试断定陈述（h）比陈述（f）为真的概率更高。当让受过统计学训练的学生（斯坦福商学院决策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回答同样的问题时，仍然有85%的学生做出了同样的错误回答。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的研究之后，不同的研究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实验中发现同样的问题：实验参加者认为复合事件发生的概率比复合事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发生的概率更高。





[17]
 药物用量(指药物浓度或剂量)是影响药效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说.在一定范围内，同一药物的用量增加或者减少，其药效也会相应地增加或减少。这就是所谓的剂量一效应关系(Dose－effect relationship)。当药物浓度过小，不能达到阈值时，就不会产生任何效应。能够产生效应的最小药物浓度称为最低效应浓度（Minimal effect concentration）。超过最低效应浓度并能产生明显效应，但又不引起毒副反应的药物浓度称为安全浓度（ Safe concentration）。




第六部分　原型启发法

图8总结的结果表明，对于汤姆问题和琳达问题所作的判断用相似性（代表性启发法）中更容易认知的性质取代了可能性判断必需的目标性质。本部分内容的目标是把代表性启发法归入到更宽泛分类的原型启发法，该原型启发法和代表性启发法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机制——种类的表象通过这些种类的原型表现出来，而且有着相当一致的偏差模式。

在图3所示的线段中，线段的平均（典型）长度是高度可认知的，但是这些线段的总长度则不然。经典心理实验已经证明了如下命题：无论何时我们着眼或者考虑一组充分相似因而有一个原型的事物（整体，种类）时关于原型的信息就是自动地可认知的（Michael I. Posner和Stephen W. Keele，1968；Eleanor Rosch和Carolyn B. Mervis，1975）。这系列事物的原型以其中成员的显著特性的平均价值为特色。原型信息的高度可认知性充当着一个重要的适应功能（adaptive function）。它通过把新刺激的特征比拟成类别原型
[18]

 中的那些特征，从而允许新的刺激被有效地加以分类。例如，存储起来的一系列线段的原型允许我们对一条新的线段进行快速决策——这条线段属于这个系统吗？自动的求和计算并没有同样明显的功能。

总和的低可认知性和原型的高可认知性在那些涉及一归类判断的任务中有着的意义。例子如下：

（1）类别预测（例如，银行出纳类别把琳达包括在内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可能性）

（2）对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数量进行定价（例如，把被淹没在石油池中一定数量的候鸟拯救出来，个人需要负担的货币值）

（3）对随着时间流逝而延伸的过去经验进行全局评价（例如，对令人痛苦的医疗程序的总厌恶度）

（4）对一个观察样本为一个假设提供的支持进行评价（例如，从某个专门的缸子而不是另外一个缸子中取出一个彩球样本的可能性）

在这些任务中，判断的对象是几组事物或者是几类事物，而且目标性质有着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外延性质（extensional attributes）受制于有条件地扩展（conditional adding）的一般原则，这要求一组事物中的每个要素能够给这组事物的总值增加一定的量，而这个总值取决于已经包括在该组事物中的要素。在简单的案例中，一组事物的总值是可加的。例如，在图3中，正组线段的总长度就是单个线段长度的总和。在其他例子中，一组事物中的的每一个积极因素都会使总值增加，但是组合规则（combination rule）是不可加的（它通常是次可加的）
[19]

 。类别原型中的这些性质并不是外延性的——它们是平均数，而外延性质类似于总量。

上述论证引出了如下假设：需要对外延变量进行评价的任务会相对较难，同时通过用原型性质替换外延性的目标性质，就可以产生直觉反应。原型启发法需要外延性的目标性质，原型性质是类别原型的其中一个特征。原型启发法和两种主要偏差联系在一起，它概括了上文所介绍的代表性启发法的偏差：

（1）单一性的反例：在一组要素中加入一个新要素可能会降低平均值，同从而导致目标变量值下降的判断，这和外延性变量的逻辑刚好是相反的。对于琳达更有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银行出纳而非一般银行出纳这种普遍判断说明了这种偏差。

（2）外延忽视：其他东西保持均等，增加类别的外延会增加外延性质的价值，但是去没有改变原型性质的价值。在汤姆案例中对于专业领域的基率的表面忽视就是例子。

下面的部分将会描述在不同的情形下考查这两种偏差的研究。

对产品进行定价

一组产品的价格是一个外延性变量。如果根据该组产品的一个原型要素的吸引力进行定价，那么就可以预测会产生违反单一性的情况和外延忽视（extension neglect）。

范围忽视 在有关公共产品的支付意愿的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完全忽视或者几乎完全忽视外延的现象，在那里，这一效应被称为“范围忽视”。最好有名的例子是威廉·德斯瓦斯吉等人（William H. Desvousge et al，1993）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实验参加者显示出他们愿意花钱来防止候鸟淹死在石油池子里。将被拯救的候鸟数量根据不同的次级样本而有所不同。为了分别拯救2 000只、20 000只或者200 000只候鸟，每个家庭大约愿意支付的货币价值为80美元、78美元和88美元不等。在这个案例中，目标性质是支付意愿，同时启示法的性质似乎和候鸟淹死在石油池子里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或者可能是和拯救候鸟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情感（Kahneman et al.，1999）。

弗雷德里克和费舍豪夫（）（Frederick和Baruch Fischhoff，1988）回顾了有关公共产品购买意愿的研究中对这种“范围忽视”无数证明。例如，卡尼曼和尼奇（Knetsch）发现，在多伦多的调查研究中，受访者愿意为安大略省一个小地区的湖泊或者该省所有的湖泊支付几乎全部的清洁费Kahneman, 1986）。在评价公共产品的经济价值中，范围忽视问题是应用支付意愿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的核心。同时，这种方法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例，Richard T. Carson, 1997）。支付意愿评估法的支持者已经做了一些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即使范围效应很小，远远不足以影响定价的经济逻辑，但是范围效应确实是存在的。（Diamond，1996；Kahneman et al.，1999）。

单一性的反例 利斯特（List，2002）报告了一个实验，该实验表明，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奚恺元教授（Christopher K. Hsee，1998）在一个假设性定价任务中发现占优偏好现象存在着反例。。在利斯特的实验中，第一种情况是一套十张标有“崭新或者几乎崭新”的运动卡片，第二种情况是十张同样的运动卡片再加上三张标有“陈旧不堪””的运动卡片，，两种情况相比，运动卡片的交易者会赋予前者特别高的价值。在一系列随后的实验中，乔纳森·爱力维等人（Jonathan E. Alevy et al，2003）也证实了一个重要的价格差异（奚恺元
[20]

 最初提出这个差异）——当人们只看见其中一个产品时（单独评价）愿意支付的价格和他们同时对两个产品定价时愿意支付的价格（联合评价）之差。这些产品和利斯特实验中所使用的产品类似。占优偏好的反例现象在单独评价中被观察到，特别是对于相对没有经验的市场参与者而言，情况确实如此。实验参加者愿意平均出价4.05美元来购买小套的运动卡片，而仅仅愿意出价1.82美元来购买大套的那运动卡片。在联合评价的情况下，占优偏好的反例现象完全被估计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分别愿意出价2.89美元和3.32美元来购买小套和大套的运动卡片。爱力维等人（2003）认识到，系统1看起来支配了单独评价的反应，而当给予机会这样做的时候，系统2符合支配法则。在这个研究和利斯特（2002）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市场经验效应：很有经验的交易者的出价也表明，单独评价中存在单一性的反例，但是效应要小得多。

对外延性情节进行评价

经验随着时间流逝而增加的全局效用是一个外延性质（Kahneman，1994，2000a，b；Kahneman et al.，1997），同时经验的持性是经验外延性的一个尺度。相应的原型性质是和情节的象征性时刻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效用。正如性质替代所预测的那样，对情节进行全局评价对存在在对持续时间的忽视现象和单一性的发例现象。

对持续时间的忽视 在瑞德迈尔（Redelmeier）和卡尼曼（1996）所描述的研究中，接受结肠镜检查的病人在这个检查过程中每隔60秒报告他们的痛苦强度（请看图9），然后提供一个对他们所遭受痛苦的全局评价。全局评价和检查过程（在这个研究中，检查过程从4分钟到66分钟不等）的持续时间的相关系数是0.03。另外一方面，全局评价和病人所报告的痛苦平均数在两个时间点：当痛苦达到峰值和检查即将结束这两个时间点上是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67）。例如，在图9中，病人A检查过程中报告的评价要比病人消极。在其他研究中也可以观察到对持续时间的忽视和高峰评价（进一步的讨论，参见Barbara L. Fredrickson和Kahneman，1993；Kahneman，2000a）。这些结果和以下这个假设一致：外延性情节（可以被视为一个整齐规则的时间序列）通过一个经验的典型时刻在记忆中被表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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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两个接受结肠镜检查病人所报告的痛苦强度

占优偏好的反例 在前面所描述的结肠镜检查之后，瑞德迈尔等人进行了一个随机的临床实验研究。当这个临床检查结束时，半数病人体内的检查器械并没有立刻拿出来。相反，医生等了大约1分钟，让这个检查器械保持静止。在这段额外的时间中，实验是让人不舒服的，但是该程序保证结肠镜检查不会以病人感到剧疼结束。在这个实验条件下，和处于控制组的病人相比，这些病人报告了更具有赞许意味的全局评价（Redelmeier et al., 2003）。

占优偏好的反例现象也在这些选择中得到确认。卡尼曼等人（1993）让实验参加者接受两个冷压实验，每个人用自己的一只手进行如下两个实验：一个“短”的情节（把一只手浸泡在14摄氏度的水里60秒钟）和一个“长”的情节（除了这个短情节外，加上30秒钟把收浸泡在逐渐升温到15摄氏度的水中）。当这些实验参加者被问到他们更愿意选择重复哪一个实验时，大多数选择时间长的这个实验。前面所描述的高峰/峰谷评价预测到了这个选择模式。在可变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让人不愉快的声音实验中，研究人员也观察到类似的占优偏好违例现象（Charles A. Schreiber and Kahneman, 2000）。这些支配违例现象表面在熟悉经验中进行选择是“根据喜爱来选择”的直觉过程。一个典型的时刻可以使延伸性情节在记忆中得到表征，另外，对某一情节的偏好或者规避受制于记忆中的典型时刻的效用（Kahneman, 1994）。人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会选择与记忆中的更高效用联系在一起的选项。在这种选择模式下做出的选择有可能无法使人们真正体验到的效用最大化（Kaheneman等，1997）。

其他的原型启发法

我们可以在有关原型启发法不同研究中观察到某种结果模式，该模式不仅表明一个统一的解释，而且还还仅仅处理某个领域的处理方法提出了重要的挑战。许多研究者已经为基准忽视（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1996；Jonathan JAY Koehler，1996）、无法感知支付意愿的范围（Raymond Kopp，1992）和对持续时间的忽视（Ariely和Loewenstein，2000）提供了竞争性解释。然而，总的来说，这些解释是针对特定任务的，因而无法将之扩展成上文讨论过的其他任务中的外延忽视实验。相反，在此这些论述所提供的是（要想更详细地了解相关情况，请看Kahneman和Frederick,，2002）可以等价应用于多样化的任务中，这些任务要求对一个外延性目标性质进行评价。

这里所讨论的案例仅仅是一些举例说明，它们并不能穷尽所有的原型启发法。例如，同样形式的非外延性思维可以解释为什么底特律每年的杀人犯数量的中位数估计值是密歇根杀人犯数量的中位数估计值的两倍（Kahneman和Frederick, 2002）。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专业的气象预报员会认为相比于美国其他地区，地震在加利福尼亚州更有可能引起一场会导致1 000多人死亡的洪涝灾害（Tversky and Kahneman, 1983）。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单一性的反例比比皆是。一气象预报员在预报一场致命的洪水的发生概率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确保不存在洪水以更大概率发生的子集？更一般地说，本部分所回顾的研究结果表明，能力、直觉判断和选择的运作法则、以及信念和偏好的规范化标准之间存在深刻的不相容性。信念和选择的逻辑需要准确评价外延性变量。相反，直觉思维是根据范例（exemplars）或原型进行运作的，这些范例或原型拥有个案纬度（dimensionality of individual instances），但有缺乏外延纬度(dimension of extension )



[18]
 关于个人样本的储存信息也对这个类别化过程有所贡献。





[19]
 如果这个判断是和添加范围（例如鸟的数量的根本总数）单一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在测量学文献中正式结构是以“广阔结构”闻名（R. Duncan Luce et al., 1990, 第三章）。这里可能还存在一些缺乏根本的添加范围的性质，在这些案例中，文献中的这些结构是以“积极的串联结构”而闻名的（Luce et al., 1990, Ch.19, volume3, p.38）





[20]
 奚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冰淇淋实验。假定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冰淇淋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但是装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所以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份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呢？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评点：也就是不能把这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决策所依据的参考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人们反而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实验表明：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用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这符合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有关有限理性的描述的。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译者注




第七部分　直觉思维的边界

人们所表达的判断，人们所采取的行动和人们所犯的错误都有赖于系统2的监控和纠错功能，同样也有赖于系统1生产的印象和倾向性。本节有选择地回顾了有关系统2机能的一些发现和想法。在卡尼曼和弗雷德里克（2002）和卡尼曼（2003a）中对这个内容有更详细的处理。

判断和选择在通常意义上是直觉的、熟练进行的、毫无疑问和相当成功的（Klein, 1998）。框架效应的普遍存在，以及表面处理的其他指标，如球拍和球的问题，它们说明人们通常并不会想太多，同时系统2对判断的监控是非常轻微的。然而在一些情况下，系统2的监控会发觉一个潜在的错误，同时会努力纠正它。这个部分的问题可以用可认知性这个术语来表达：关于某人直觉判断的怀疑是什么时候进入脑海的？在心理学中，这个答案照常又是一份相关因素的名单。

研究发现，避免直觉判断错误的能力会被时间压力所削弱（Finucane等., 2000），被不同认知任务中的共时性介入所削弱（Gilbert，1989，1991，2000），被为“早上精力充沛的人们”在夜晚执行任务和为“晚上精力充沛的人们”在早上执行任务所削弱（Galen V. Bodenhausen, 1990）。而且，让人惊讶的是，这种能力也被好心情所削弱（Alice M. Isen等，1988; Herbert Bless等，1996）。相反地，系统2的能力是和智力呈现正相关的（Stanovich和West，2002），是和心理学家所谓“认知需要”的特质呈现正相关的（Eldar Shafir和Robyn A. Leboeuf，2002），是和统计思维的暴露呈现正相关的（Richard E. Nisbett等，1983; Franca Agnoli和David H. Krantz，1989，Agnoli，1991）。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在哪些准确的条件下直觉错误最有可能被防止？这是一个充满方法论兴趣的问题，因为当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时，在关于认知错觉的文献中的一些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参见kaheneman和Frederick，2002；Kahneman；2003b）。这些方法论问题中有一个也有着相当的实体兴趣：那就是单独评价和联合评价之间的差异（Hsee，1996）。

例如，在利斯特占优偏好的反例现象研究的单独评价条件中，不同组的交易者在给两套棒球运动卡定价；在联合评价的条件中，每一个交易者同时评价两套运动卡。单一性的反例现象在联合评价的条件下被排除，而这种单一性反例现象在不同组间比较时是非常显著的。在联络评价条件下的实验参加者显然意识到其中一套运动卡片其实包含着另外一套运动卡，因此也就是更值钱。一旦他们察觉到这种支配关系，实验参加者会要求他的报价遵循这个法则。这些决策是以系统2为中介的。因此，看起来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模式：“根据喜爱来选择”选择了最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对象，而“根据法则来选择”则和一个明确的约束相一致。

前景理论解释了选择模式之间的同样的差异（Kahneman和Tversky，1979）。“根据喜爱来选择”的一般过程对应的是：决策者对选择集合中的每一个选项进行评价，然后选择价值最高的那个选项。在前景理论中，选择的模式可以导致对支配性选项
[21]

 的选择。然而，这个理论也介绍了“根据法则来选择”的这种可能性：如果一个选项明显地支配了另外一个选项，那么决策者不必进一步评价就会选择这个支配性选择。为了验证这个模式，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6）建构了满足以下三个判断标准的成对的选项：（1）选项A占优于选项B；（2）选项B的前景理论价值要比选项A的价值高；（3）这些选项都是复杂的，同时只有在分组结果后，这个占优关系才会变得明显。正如其他框架效应所期待的那样，在实验中大多数参加者按照最初形成的假设评价这些选项，他们未能察觉这些选项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了那些他们最喜欢的答案，同时展示出预测到的占优偏好违例现象。

先前所描述的冷压实验（Kahneman等, 1993）和特韦尔斯基及卡尼曼（1986）所报告的非显著性占优偏好研究非常类似。大多数的实验参加者在两个冷压实验中所作的直接和表面上显著的选择实际上违反了占优偏好。然而，实验后的任务报告指出，支配在实际上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实验中的实验参加者真的注意到两个情节在时间持续性上的不同，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长的部分包括了短的部分。因为他们未能察觉一个选项支配了另外一个选项，当他们要选择其中一个实验重复的时候，大多数实验参加者就像人们一般所做的事情那样进行选择：他们“根据喜爱进行选择”，选择那个记忆中有更高效用的选项，因此同意把自己暴露在一段不必要的痛苦之中（Kahneman，1994；Kahneman等，1997）。

在联合评价设计的这些支配性研究中，得出的复杂结果模式表明三个一般性结论：（1）确实存在由理性法则所统治的选择；但是（2）这些选择受到特定情境的限制；（3）这个法则的激活有赖于注意和可认知性因素。事实上，系统2“理解”支配法则，同时如果一个潜在的违例行为被清晰地察觉出来时，系统2只有在保证这个法则将会被遵循的情况下才会“想”去遵守这个理性法则。

系统2还有能力纠正其他错误，除了支配违例现象之外。尤其是在判断中把一个性质替代成另外一个性质时，就不可避免导致给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权重分配的错误，同时总的来说，这些错误至少可以被察觉和纠正。例如，在汤姆问题中，一个实验参加者（请看图8a）可以进行如下推理：“汤姆看起来非常像是图书馆科学的研究生，但是对于这个判断并没有多少信息证明。因此我应该向下调整这种印象正确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水平的推理并没有超过回答汤姆问题的研究生可以达到的水平，但是图8的证据显示，很少有实验参加者想到要调整他们的预测以允许另外一个可选结果的不同基率出现。就可认知性而言，对这种结果的解释是直截了当：实验并没有对基率的相关性提供任何明确的提示。

在那些提供更强的提示的实验中，尽管相对于特定案例信息的效应，相关的变量效应始终显得太小，但是实验并没有完全忽视基准信息（Jonathan St. B.T. Evans等，2002）。大量研究中的证据支持以下结论：（1）主体能够在多大可能上察觉到信息某些方面的错误权衡，这有赖于对那些因素相关性的指示的显著性；（2）如果主体察觉到错误权衡了某些信息，就会努力去纠正它；（3）纠正可能是无效的，因此最好的判断可能仍然停留在最初的直觉印象（Gretchen B. Chapman和Johnson，2002）。

经济学家可能会惊讶于对显著性指示的强调，同时也会惊讶于金融动机被排除在影响判断和决策质量的主要因素之外。然而，高利益相关性将消除非理性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对这些实验证据进行仔细回顾的文献的支持（Camerer和Robin M. Hogarth，1999）。该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和实验记录下了人们所作的一些最重要的金融决策中所犯的重大和系统性的错误，包括投资的选择（Brad M. Barber和Terrance Odean，2000，Benartzi和Thaler，2001）以及在地产市场所采取的行动（David Genesove和Christopher J. Mayer，2001）。

当前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动机效应既不是显著的也不是稳健的。高利益相关性当然会增加人们在进行选择时所投入的注意力和努力的总量。但是这些注意力和努力本身并不产生理性或者保证得到好的决策。尤其是支持一个已经做出的决策所付出的认知努力并不会提升这个决策的智力，而且有关证据还表明，当利益相关性很高的时候，在支持这样一个决策上所分配的时间和付出的努力可能会增加（Jennifer S. Lerner和Philip E. Tetlock，1999）。努力和注意力可能会使心智产生更全面的考虑，但是考虑过多可能会产生低级的决策，除非适当的降低对次要考虑的权重。在一些案例中——包括需要预测某人未来品味这些任务——太多的认知努力实际上降低了结果的质量（Wilson和Jonathan W. Schooler，1991）。克莱恩（Klein，2003，DI 24章）认为在有的时候，当熟练的决策者相信直觉而不是从事详细分析的时候，他们会干得更好。



[21]
 累积性前景理论（Tversky和Kahneman，1992）并没有这个特质。




第八部分　总结性评论

在现在的理论话语中，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人被描述为具有一个单一的认知系统，这个认知系统有着系统2无懈可击的逻辑能力和系统1低廉的计算成本。行为经济学理论总的来说保留了理性人模型中的基本结构，同时添加了一些有关认知局限性的假设，设置这些假设是为了解释一些具体的非正常情形。例如，除了双曲线式的贴现（discounting hyperbolically），对变化着的结果进行评价，或者具有草率做出结论的倾向性之外，行为人一般是理性的。

本文所提供的行为人的模型有着不同的体系结构，这个体系结构要转换成经济学的理论话语可能有点困难。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存在一个两系统的结构，系统1扮演主要角色，以及可认知性概念所暗示的极端背景依赖性。行为人的核心特征不是他们推理能力很差，而是他们经常依照直觉进行行动。同时，这些行为人的行为并不是为他们能计算什么引导，而是为他们在特定的时刻碰巧理解的内容所支配。

这些命题提出了启发法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引导人们试图努力进行预测或者解释在特定情形下的行为：“一个冲动的人会被诱惑去做什么事情呢？”“在这种情形中，什么样的一连串行动（course of action）是最自然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经常确认出那些大多数人们被吸引而做出的判断或者行动过程。例如，跟随一堆陌生人朝一个特定方向跑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将显得更为自然。然而，两系统的观点也意味着应该提出其他问题：“在直觉上具有吸引力的判断和行动过程是否与行为人所认可的法则存在矛盾冲突？”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眼下的情形中，当脑海中闪过的相关规则压倒了直觉时，情况将会是什么样的？”当然，这种分析模式也允许不同个体、不同族群之间存在差异。在一个给定的情况下，自然的和直觉的内容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是一样的：不同的文化经历会使人对于某种情形的涵义产生不同的直觉，而且，随着技能的获得，新行为会成为一种直觉。即便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在这里所勾勒的对行为理解和预测的方法也是简单和很容易运用的，同时很有可能产生一些总的来说看似可靠的和令人吃惊的假设。这种方法源自心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力传统，这个传统强调“情境的力量”（Lee Ross和Nisbett,，1991）。

现在这个理论已经发展出几个定理：直觉和推理都是解决问题的可选途经，直觉和知觉有类似之处，人们有时是通过回答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来解决一个难题，信息的处理常常是肤浅的，类别常常通过原型表征出来。当特韦尔斯基和我在1969年开始合作研究时，认知系统的所有这些特征都以某种形式存在我们的脑海里，大多数这些认知的特征也存在于赫尔伯特·西蒙的脑海中。然而，与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领域开始的认知革命相比，在西蒙的研究中，在判断和决策中情感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近期理论的发展已经归还了情感的核心角色这一地位，它已经被纳入到本文所说的直觉的观点之中。有关乐观主义在承担风险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情感效应对决策影响的权重、在伤害预测中害怕所扮演的角色、在实际预测中喜欢和厌恶所扮演的角色，所有这些方面的研究发现——都显示在传统的决策分析中，割裂信念和偏好在心理学意义上是不合实际的。

把直觉人的常识心理学（common sense psychology）纳入经济学模型会对我们提出艰难的挑战，特别是对于正统的理论家而言。然而，有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事实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在20年前把心理学研究的第一波成果整合到经济学显得特别令人畏缩不前，然而研究者迎难而上接受了这种挑战，现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北京师范大学 李敏谊 译 吴素萍 黄少卿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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